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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经历者的司法信任何以形成

 对87名随机当事人的模糊集定
性比较分析       

周立民*

摘 要 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探究诉讼经历者的司法信任及其成

因,能够发现一些异于现有理论预期或常识的经验事实:①总体上城市居民并无普遍化的司法

信任危机,但诉讼经历者的司法信任显著低于其他一般市民;②平等对待和法官品德为诉讼经

历者司法信任得以生成的充分条件,而审判效率、审判独立和法官专业性的效应并不显著;③
威权主义可正向调节当事人的程序正义认同而增加其司法信任,关系文化则具有相反效果,但

学界所关注的无讼文化、一般信任和特殊信任对当事人的司法信任并无显著效应。结论认为,

只有考虑多重并发条件才能充分理解当事人的司法信任问题。上述结论既拓展了现有司法信

任理论,也对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有重要启示。

关 键 词 诉讼经历者 司法信任 程序正义 社会文化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诉讼经历者(原告或被告)的司法信任不仅直接影响其裁判遵从意愿,也关乎全面依法治

国进程及和谐社会建设。然而,近年来多起辱骂殴打甚至杀害法官事件折射出诉讼经历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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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信任有待提升。正因如此,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专节阐述了保障司法公正和提高司法公信力问题,“让人民群众

在每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也成为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司法的殷切期盼。不过

目前国内学者尚未对当事人的司法信任问题展开系统的实证研究。可以说,无论是理论发展

还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都要求法学研究者解答以下问题:中国诉讼经历者的司法

信任如何? 其具体的形成条件是什么? 可采取何种应对策略?

国外相关成果可被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起于1970年代的美国。由于越来越

多居民把日常纠纷诉诸法庭,美国学者开始关注法庭经历对司法信任所带来的冲击。沃

尔克等基于简单的列联表分析发现,接触经历满意度与北卡罗莱纳州居民对警局和法院

的支持度密切相关。〔1〕扬克洛维奇调查公司则在其报告《法院的公众形象》(publicim-

ageofcourts)中首次专题探讨了法庭经历与司法信任的关系,发现亲自接触过庭审的个

体更倾向于表现出对法庭的不满与批评。〔2〕不过第一阶段的相关成果主要以理论阐释

和描述性统计为主。第二阶段则从1980年代中后期持续至今。相对早期研究,此阶段

的理论进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学者们开始注重区分不同法庭经历的司法信任

后果。比如有研究表明,原告被告、证人及审判员等不同经历对司法信任的影响存在明

显差异。〔3〕第二,最新成果转向关注法庭经历影响司法信任的中介机制,其中最流行的

解释是由汤姆·泰勒(TomTyler)及其合作者提出的程序正义论(ProceduralJusticeThe-

ory)。泰勒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庭审程序的合理性较之裁判结果更能直接增加当事人的

司法信任及他们对判决结果的自愿接受度。〔4〕

上述成果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但仍有可拓展之处:①这些研究主要开展于法

治化程度较高的西方国家,而对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关注不够;②相关研究主要从程序正

义的角度去探讨影响司法信任的内生性变量,而忽略了司法系统之外的社会文化变量。针对

这些不足,笔者在《环球法律评论》发表的《诉讼经历与城市居民的司法信任———以上海为例的

调查分析》一文中做了初步回应。〔5〕但是该项成果仍没有解决以下关键问题:第一,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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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司法信任不足是一种普遍化现象吗? 如果不是,那么是什么心理因素维护了大部分当事人

的司法信任? 第二,该项成果的结论认为主要是平等对待和关系文化影响了诉讼经历者的司

法信任。但笔者后续访谈资料显示,虽然这两个条件是客观存在的,但并不构成当事人司法信

任的必要条件。部分当事人可能关系取向明显或平等对待体验偏低,但他们仍然表现出较高

的司法信任倾向。针对此类例外,现有文献未能给出令人满意的解答,我们需要引入新的变量

来解释当事人的司法信任问题。此外,该项成果在研究方法上仅采用多元回归分析,其更侧重

考察影响当事人司法信任的单一因素,而未能充分揭示司法信任得以形成的组合因素或多重

并发条件。两者的区别是明显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中自变量的逻辑关系是“或”,也就是说满

足其中某个条件就可能提升司法信任了。但即使事实上审判程序是公正的,当事人仍然可能

持有“不公正”的评价。可见,需要同时具备某些条件才能有效预测当事人的司法信任,而将这

些条件解构出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有鉴于此,本研究基于对上海市民的调查数据,

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uzzysetqualitativecomparativeanalysis,简称fsQCA),侧重考察

了诉讼经历者司法信任的多重并发条件,并提出了具体的应对策略。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框架

(一)司法信任内涵

关于何为司法信任目前国内学者尚未达成共识。传统理论法学倾向于使用“司法公信力”

概念。比如,有学者认为,司法公信力是指信任方对司法机关在“正当的程序”“公正的结果”和

“适格的司法人员”等方面因素所表现出来的信任程度。〔6〕“司法公信力作为赢得公众信任

和信赖的能力,当然地包含着公众对司法裁判者的判断力能够予以信任和信赖的内容”。〔7〕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法社会学实证研究则更多采用“司法信任”概念,并倾向于将其信任的对象

限定为司法机构。尤其是国外主流的实证研究文献皆把司法信任操作化为居民对法院的信

任。可以看到,上述两个概念主要的分歧似乎仅在于,是否应将对司法人员的信任纳入到司法

信任的内涵之中。

那么,司法信任的内涵是否应包含司法人员信任呢? 这或许要从社会科学中一般的信任

理论说起。按照卢曼的理论,信任可划分为人际信任和系统信任两大模式。〔8〕人际信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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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系统信任则体现人对群体、机构组织或制度的信任。〔9〕正是基于

这样的理论框架,现有文献倾向于将与司法信任相近的政府信任或政治信任归为一种制度信

任,并在实证研究中仅将其操作化为居民对政府机构的信任。〔10〕由此看来,将司法信任视为

一种特殊的制度信任似乎与其他学科的信任文献更为契合。不可否认,在司法信任研究中,法

官信任是应该予以关注的重要内容;但这种重要性本身并非是将其纳入司法信任内涵之理由,

将法官信任定位为司法信任的一个影响因素或许更为合适。综上所述,司法信任就是公众对

国家司法制度或司法机构按照自己预期运行的信念或信心。这种信念或信心不仅与个体的心

理状况或人格特征相关,更是政治文化或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信任或不信任都可以在

社会化过程中实现传递,并转化成一种普遍而稳定的个体心理特征。正因如此,探究司法信任

的生成机制及提升策略意义重大。

明确概念之后,接下来需要探讨的是司法信任的具体影响因素。如前所述,国外已有实证

研究主要关注司法信任的程序正义维度,而对其所“嵌入”的社会文化背景重视不足。相反,近

年来在政府信任研究领域却出现了一种“文化转向”。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经济增长稳定、

居民收入不断增加、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也相对较低,但民众对联邦政府的信任度却跌至历史

低点。由此学者们注意到,制度绩效并不能完全决定居民的政府信任。制度绩效信息只有经

过文化价值观的过滤方能转化为制度信任。〔11〕文化论也被少数学者用于解释中国城市居民

的司法信任。〔12〕因此,“程序正义”和“社会文化”构成了理解司法信任的两大理论视角。

(二)程序正义论

1.程序正义的法治意义及基本内涵

西方正义理论大致经历了一个从“实质正义”到“程序正义”的发展过程,并相应地形成了

两大理论阵营:程序工具主义和程序本位主义。早期学说中的“正义”主要是指“实质正义”或

“分配正义”,即强调结果的公正性,而认为纯粹服务于结果合理性的程序并无独立价值。然

而,法律实践表明,不遵循正当程序的司法难以实现真正的正义。因而程序之独立意义逐渐受

到法学家的重视。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了正义的三种理想类型:纯粹的程序正义、完善的

程序正义和不完善的程序正义。其中,纯粹的程序正义被认为是实现法治和社会正义的最重

·5941·

诉讼经历者的司法信任何以形成

〔9〕

〔10〕

〔11〕

〔12〕

参见周怡:“信任模式与市场经济秩序:制度主义的解释路径”,《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第

60页。
参见高学德、翟学伟:“政府信任的城乡比较”,《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2期,第215-242页。
参见游宇、王正绪:“互动与修正的政治信任———关于当代中国政治信任来源的中观理论”,《经济

社会体制比较》2014年第2期,第178-193页。
参见李峰:“司法信任的影响机制分析———基于上海数据的实证探讨”,《甘肃社会科学》2013年第

6期,第141页。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om/



要保障。〔13〕基于这种认识,现代西方法治理论模型皆把程序正义作为法治的核心要素之一。

学界对程序正义的具体内涵或标准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马修认为程序正义的具体标

准包括平等性、可预测性、透明性、理性、参与和隐私等方面。〔14〕陈瑞华把正当程序的内在品

质归纳为程序参与原则、程序中立和对等原则、程序理性原则、程序及时和终结原则等方

面。〔15〕可以看到,这些标准的本质诉求在于保障“人的尊严”,即公正对待所有的利益相关

人。泰勒在其实证研究成果中主张,程序正义主要反映的是“法律机构是否平等对待不同的个

体,承认市民的权利,尊重人的尊严和认真对待人们的担忧”,因而可从两个角度来评估法律的

程序正义表现:①法律权威是否认真负责地对待它们面对的当事人;②人们是否认为法律机构

以平等的方式做出决定或裁判,即平等对待(EqualTreatment)。〔16〕

尽管学界对程序正义的具体标准尚未达成共识,但我们仍可发现不同学说的共同之

处。首先,程序正义要求认真对待当事人的权利,平等对待、诉讼参与和隐私保护等都是

尊重人权的具体表现。其次,程序正义要求司法审判过程保持中立和独立,即在不受到

外在干预的同时避免法官先入为主的偏见。最后,符合正义的程序必须充分考虑诉讼参

与的成本问题,包含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两个方面,即庭审要遵循及时、效率和终结等

原则。

2.程序正义与司法信任

诸多研究认为,程序正义对司法信任具有关键性影响。相比案件的审理结果而言,平等对

待和尊重权利等方面的程序正当性更能增加个体的司法信任以及对判决结果的接纳度。〔17〕

庭审程序的独立性和及时性也与美国居民的司法信任正相关。〔18〕国内相关研究也越来越强

调程序正义在树立司法权威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陈瑞华认为,公正的程序能够使利害关

系人从内心接受裁判,吸纳被定罪判刑当事人的抵抗情绪,从而催生社会公众对司法制度的认

同感和普遍信任感。〔19〕苏新建基于对浙江、江西和四川等地的调查研究发现,主观程序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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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地增加了居民的司法信任。〔20〕

不过,现有研究在讨论程序正义时并未考虑法官因素。严格来说,法官因素确实不包含在

程序正义的基本内涵之中。但“徒法不足以自行”,案件的审理过程是由法官引导和完成的。

而法治文化的缺失和官员腐败的媒体报道等使得人的因素对中国语境下的司法信任可能有特

殊意义。换言之,法官的品德表现和专业素质等可能与当事人的程序正义认知密切相关。因

而本研究将考察五个维度的程序正义变量:平等对待、审判独立、审判效率、法官品德和法官专

业素质。

(三)社会文化论

1960年代以来,政治信任在欧美国家的持续下降趋势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学者试图从不

同角度去解释政治信任危机的成因,由此形成了两种主要的理论阵营:制度论和文化论。〔21〕

与关注系统自身输出绩效的制度论不同,文化论强调系统所“嵌入”的社会文化背景对制度信

任所带来的影响。自阿尔蒙德和维伯在《公民文化》中对政治文化进行详细剖析后,政治信任

的文化解释迅速兴起并成为制度论强有力的批判工具。〔22〕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威权主义、一

般信任和特殊信任等文化变量对中国居民的政治信任具有显著影响。比如,马德勇对亚洲8

个国家和地区的比较研究发现,威权主义价值观是增进东亚居民政府信任的重要文化因

素;〔23〕周怡和周立民基于全国性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居民的一般信任和“家本位—特殊信

任”对民众的基层政府信任具有显著影响。〔24〕

国内学者也对社会文化与司法信任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探讨。有学者认为,无讼文

化所塑造的“息讼”和“厌讼”倾向已成为困扰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重要现实问题。〔25〕无讼

文化也可能对中国居民的法律认同兼具积极和消极的双重影响。〔26〕此外,重视关系作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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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1〕

〔22〕

〔23〕

〔24〕

〔25〕

〔26〕

参见苏新建:“程序正义对司法信任的影响———基于主观程序正义的实证研究”,《环球法律评论》

2014年第5期,第21页。

SeeWilliam MishlerandRichardRose,“WhataretheOriginsofPoliticalTrust? TestingInstitu-
tionalandCulturalTheoriesinPost-communistSocieties”,ComparativePoliticalStudies,Vol.34,No.1,

2001,pp.30–62.
参见(美)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西德尼·维伯:《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

徐湘林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参见马得勇:“政治信任及其起源:对亚洲8个国家和地区的比较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7

年第5期,第81页。
参见周怡、周立民:“中国农民的观念差异与基层政府信任”,《社会科学研究》2015年第4期,第

122-127页。
参见于语和:“试论‘无讼’法律传统产生的历史根源和消极影响”,《法学家》2000年第1期,第113

-117页。
参见李春明、张玉梅:“‘无讼’法律文化与中国公众的法律认同”,《法学论坛》2007年第4期,第74

-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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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显著的社会取向,对居民的政治态度和行为具有深刻影响;〔27〕而有调

查研究发现,这种影响对司法信任而言是腐蚀性的。〔28〕

图1 诉讼经历者司法信任的影响因素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主要从程序正义和社会文化两个理论视角来解释居民的司法信任问

题。不过相对而言,法社会学实证研究主要考察了司法信任的程序正义维度,而对社会文化所

带来的影响重视不够。有鉴于此,本研究基于已有文献和生活经验总结了可能影响诉讼经历

者司法信任的10种程序正义和社会文化变量(如图1所示),并基于社会调查数据检验中国语

境下当事人司法信任的具体影响因素。

三、研究设计

(一)案例来源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源于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于2011年在上海市进行的“上海市居

民法律认知与行为调查”。该调查依据“区/县———乡/镇/街道———居委会/村委会”进行三段

随机抽样,并以Kish表入户采集问卷。调查范围覆盖了上海市18个区/县和104个乡/镇/街

道,最终获得有效问卷2240份,有效回收率大于90%。依据问卷设计,受访者要求对“您曾经

是否有过打官司行为(原告或被告)”做出应答,答案分为“有过一次”“不止一次”或“没有过”。

本文把有过“打官司”经历的个体编码为1,代表诉讼经历者;其他编码为0,代表非诉讼经历

者。调查数据包含了87名诉讼经历者,约占总样本量的3.88%。由于是随机抽样调查,所以

这87名当事人比基于一般访谈而选择的案例更具代表性。

(二)分析策略

基于以下两方面考虑,本研究采取多元线性回归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相结合的分析策

略。第一,由于诉讼经历者的样本量偏小,基于多元线性回归的统计推断难以提供有效的分析

·8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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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边燕杰、张磊:“论关系文化与关系社会资本”,《人文杂志》2013年第1期,第107-113页。
参见周立民,见前注〔5〕,第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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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按照拉金的建议,本研究选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策略。〔29〕之所以不采用清晰集定

性比较分析,是因为无论是当事人的司法信任还是程序正义评价都很难简化为明确的二分变

量。第二,QCA分析中每增加一个条件变量,则解释结果出现与否的组合性因素将呈几何倍

数增长,从而使分析结果变得复杂而难以解释。因此,大部分学者认为中等样本的定性比较分

析最好把条件解释变量确定为4至7个。此外,现有研究对哪些因素可能同时影响当事人的

司法信任并未达成共识。如果把理论框架部分的十个变量都纳入分析的话,结果会过于复杂。

因而笔者首先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来甄别出与司法信任具有显著相关性的影响因素,再将其用

于进一步的QCA分析。

QCA对中小规模样本的多案例比较具有独特优势。这种优势在本研究中主要表现在两

个方面。一方面,司法信任、程序正义和文化观念的测量皆为5分赋值的定序变量,而已有相

关文献中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把这些定序变量当作定距变量来分析显得不够严谨。模糊集得

分则可为0至1之间的任何数值,能有效避免数据转换过程中的信息损失,更准确地反映案例

的实际情况。〔30〕另一方面,与统计推断侧重考察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不同,QCA通过运

用集合理论来评估解释变量和司法信任之间的必要关系和充分关系,从而揭示导致司法信任

或司法不信任的条件组合或多重并发条件。

定性比较分析的两个核心指标为一致性(Consistency)和覆盖率(Coverage)。一致性主要

考察不同变量之间的必要性和充分性关系;而覆盖率则描述条件变量对结果变量的解释力。

通常而言,如果条件X是结果Y的必要条件,那么Y对应的集合是X对应集合的一个子集。

当必要性指标大于0.9时,表示有90%以上的案例符合一致性条件,可以认为集合之间存在必

要关系。类似地,如果条件X是Y的充分条件,那么X对应的集合是Y对应的集合的一个子

集。当充分性一致性指标接近或大于0.8时可以认为集合之间存在充分关系。两种一致性的

计算公式分别如下:

必要性一致性:Consistency(Yi≤Xi)=∑[min(Xi,Yi)]/∑Yi
充分性一致性:Consistency(Xi≤Yi)=∑[min(Xi,Yi)]/∑Xi
随着定性比较分析法的广泛运用,目前已有多种软件能实现相关分析。比如fs/QCA、

Tosmana、Stata的fuzzy命令以及基于R语言的程序包QCA和ASRR等。本研究主要采用

目前较为流行的stata软件(stata13.1)和fs/QCA(3.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9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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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SeeCharlesC.Ragin,RedesigningSocialInquiry,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2008.
参见黄荣贵、郑雯、桂勇:“多渠道强干预、框架与抗争结果———对40个拆迁抗争案例的模糊集定

性比较分析”,《社会学研究》2015年第5期,第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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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变量测量

1.基层司法信任

参照已有研究,本文把司法信任操作化为居民对法院的信任。问卷要求调查对象对不同

级别的法院做出信任评价,答案从“非常不信任”至“非常信任”分为五个层次,分别赋值1至5

分,得分越高表示司法信任程度越高。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中国特殊的诉讼级别管辖制度,中

级及以上级别法院的立案门槛较高,因而大部分当事人在诉讼中主要接触的是基层法院,所以

本研究选用当事人的基层法院信任度来测量其司法信任水平。

2.程序正义

本研究从平等对待、审判独立、审判效率、法官品德和法官专业性五个方面来测量当事人

的主观程序正义。具体的测量题目分别是“原告和被告不论有钱无钱,有权无权,法官都能一

视同仁”“法院判决受到太多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影响”“法院审判效率太低”“大盖帽两边靠,吃

了原告吃被告”和“某些法官的法治意识不高”。每个题目的答案从“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

意”分别赋值1至5分。由于对后四个问题的回答得分高反而意味着相应的程序正义评价低,

因此需对原始数据进行倒序编码处理。

3.社会文化

本研究关注五种文化观念的司法信任后果:威权主义、无讼文化、关系文化、一般信任和特

殊信任。首先,威权取向是中国人最重要的心理和行为特征之一,其形成与封建父权家长制度

密切相关。在父权制背景下,具有绝对权威的“一家之长”往往实行经济专制和思想专制,从而

为个人打上了深深的威权烙印;这种特征很容易概化到领导和政府机构,地方官和君主只是更

大级别的“家长”。〔31〕因而学界一般采用“政府首脑就像一家之长”作为测量个体威权观念的

基本指标,本研究借鉴此做法。其次,“无讼”文化主要反映了居民的“恶讼”“息讼”和“畏讼”心

理,因而本研究用“被人告到法院总是不太光彩的事情”来测量居民的无讼观念。再次,关系取

向的测量题目是“打官司就是打关系”。上述每个题目的答案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

别赋值1至5分。最后,对一般信任和特殊信任的测量则采用标准化的因子得分。本文对家

庭成员、一般朋友和陌生人等八种信任对象进行了主成分因子分析,并对因子负荷进行正交旋

转后提取出“一般信任因子”和“特殊信任因子”。从表1可以看出,两个因子的累计贡献率达

到了58%。为了直观考察居民的信任状况,我们对两个因子的因子得分标准化为1至100之

间的取值。〔32〕

·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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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杨国枢:《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本土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6页。
转换公式是:转换后的因子值=(因子值+B)×A。其中,A=99/(因子最大值-因子最小值),B=

(1/A)-因子最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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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居民信任倾向的因子分析

信任对象 一般信任因子 特殊信任因子

家庭成员 -- 0.803

直系亲属 -- 0.839

其他亲属 -- 0.578

邻居 0.630 --

一般熟人 0.849 --

一般朋友 0.838 --

亲密朋友 -- 0.500

第一次见面的人 0.624 --

因子特征值 2.520 2.085

累积贡献率 31.50% 57.56%

四、分析结果

(一)描述性发现

表2呈现了诉讼经历者与非诉讼经历者的基层司法信任状况,其中以下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诉讼经历者与非诉讼经历者中选择“比较信任”和“非常信任”的比例分别为67.81%和

86.72%。这表明上海居民总体上具有较高的司法信任,并无学界所担忧的普遍化的司法信任

危机。

第二,与非诉讼经历者相比,诉讼经历者不信任司法的人数比例大幅增加。当事人中选择

“非常不信任”和“非常信任”者的比例为24.14%,而其他一般居民对应的比例仅为7.76%,两

者相差16.38%;同时诉讼经历者中明确表示比较信任司法者的比例较之非诉讼经历者减少了

18.91%。这表明总体上诉讼经历者比非诉讼经历者具有更低的司法信任。

第三,约有6%的当事人选择了“完全不信任”,而该比例在非诉讼经历者中仅为0.28%。

可见,部分当事人确实对法院持有非常低的信任度,这可能构成了他们涉诉上访及辱骂殴打法

官等过激行为的心理基础。

表2 两类居民的基层法院信任度比较

A.诉讼经历者(%) B.非诉讼经历者(%) A减B的差值(%)

非常不信任 5.75 0.28 5.47
不太信任 18.39 7.48 10.91
说不清 8.05 5.53 2.52

比较信任 51.72 66.28 -14.56
非常信任 16.09 20.44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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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报告了诉讼经历者与非诉讼经历者在各变量上的均值及其差异显著性。①从表3可

以看出,受访者总体上具有较高的司法信任,两类居民的司法信任均值在1至5分之间分别达

到3.54分和3.99分。但诉讼经历者的司法信任比非诉讼经历者约低0.45分,方差分析显示

这种差异的显著性水平为0.001。②诉讼经历者在程序正义变量上的取值皆低于非诉讼经历

者,即当事人具有明显更低的主观程序正义。③两类居民的文化观念差异并不显著。初步的

数据分析显示,程序正义变量可能比社会文化变量更能对当事人的司法信任产生直接影响。

表3 两类居民在主要变量上的描述性信息

诉讼经历者 非诉讼经历者 差值及显著性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

因变量

基层司法信任 3.540 1.139 3.991 0.764 0.451***

程序正义

平等对待 3.310 1.288 3.542 1.148 0.230**

审判独立 2.299 1.152 2.714 1.088 0.415**

审判效率 2.483 1.088 2.964 1.116 0.481**

法官品德 2.872 1.300 3.186 1.092 0.314**

法官专业性 2.247 1.119 2.865 1.134 0.618*

社会文化

威权主义 3.839 1.170 4.021 1.011 0.182

无讼取向 2.966 1.368 3.019 1.254 0.053

关系取向 3.310 1.232 3.107 1.145 0.203

一般信任 51.083 20.424 53.810 18.212 2.727

特殊信任 77.799 14.248 79.436 13.179 1.637

注:(1)一般信任和特殊信任取值为标准化的因子得分,取值在1至100之间;(2)差值显著性的检验方法为单

因素方差分析;(3)*p<0.05,**p<0.01,***p<0.001。

(二)多元线性回归:对诉讼经历者司法信任成因的初步诊断

从表4可以看出,性别、年龄、收入等社会人口学变量对居民的司法信任并无显著影响;程

序正义和社会文化能一定程度上解释居民的司法信任,但两类变量与司法信任的相关性在诉

讼经历者和非诉讼经历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对非诉讼经历者而言,平等对待、审判效率和法

官品德皆与其司法信任显著相关;除了无讼文化之外,其他文化变量与他们的司法信任也显著

相关。可见,原告或被告司法信任的影响因素有其特殊性,而现有研究对这种特殊性重视不

够。总体而言,关于当事人的司法信任以下两点值得强调。

1.程序正义与诉讼经历者的司法信任

从表4模型1可以看出,在控制了性别、年龄、收入和政治面貌等社会人口学变量之后,程

·2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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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正义仍然与当事人的司法信任显著相关。但与非诉讼经历者不同,仅平等对待体验和法官

品德评价的相关系数具有显著性。其他条件一致情况下,当事人的平等对待和法官品德评价

每增加一个单位,则他们的司法信任分别提升41%和30%。标准回归系数显示,平等对待体

验比法官品德评价更能增加当事人的司法信任。R2为0.39表明模型的拟合度较好。

2.社会文化与诉讼经历者的司法信任

社会文化对当事人司法信任的影响也呈现出明显的独特性。第一,从表4模型2可以看出,

五种现有研究所关注的文化观念中,仅威权主义和关系取向与当事人的司法信任显著相关;其

中,威权主义正相关,关系文化负相关。其他条件一致的情况下,当事人的关系取向每增加一个

单位,则其司法信任降低36%。第二,无讼文化、一般信任和特殊信任都不能影响当事人的司法

信任,这与现有的理论预期明显不一致。比如,李春明认为无讼文化是消解法律认同的重要文化

变量,〔33〕而本研究表明该结论可能需要进一步的实证检验。同时,已有文献普遍认为中国社会

的特殊信任文化会对政治信任产生显著影响。但数据分析发现,对其他一般居民而言,这种影响

是存在的;但对诉讼经历者而言,无论是一般信任还是特殊信任都与其司法信任无显著相关性。

第三,从表4模型3可以看出,当把所有程序正义和社会文化变量同时纳入模型分析时,威权主

义及关系取向与当事人司法信任的相关系数变得不再显著。这意味着威权主义和关系文化很大

程度上是通过影响当事人的程序正义体验而对其司法信任产生间接影响。

表4 两类居民司法信任的影响因素(OLS)

诉讼经历者 非诉讼经历者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程序正义

平等对待 0.409*** 0.345** 0.117***

审判独立 0.084 0.095 0.033

审判效率 -0.019 -0.068 0.060**

法官品德 0.303* 0.242* 0.105**

法官专业化 0.033 0.061 0.030

社会文化

威权主义 0.247* 0.111 0.080***

关系文化 -0.363** -0.146 -0.063*

无讼文化 -0.085 -0.022 -0.015

一般信任 0.160 0.143 0.196***

特殊信任 0.055 0.080 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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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变量

性别(男=1) -0.062 -0.077 -0.065 -0.016

年龄 0.133 0.114 0.154 0.008

收入等级 0.010 -0.003 0.024 0.035

政治面貌(党员=1) 0.065 0.077 -0.042 0.000

R2 0.394 0.286 0.435 0.162

样本量 87 87 87 2153

注:因变量为基层司法信任;标准回归系数:*p<0.05,**p<0.01,***p<0.001。

(三)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决定诉讼经历者司法信任的因素组合

基于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发现,本研究理论模型所关注的十个解释变量中,仅四个与诉讼经

历者的司法信任显著相关,即平等对待、法官品德、威权主义和关系文化。接下来的部分主要

针对这四个解释条件进行fsQCA分析。

fsQCA要求把变量转化为取值在0至1之间的隶属度(Membership),并依据隶属度将某

个诉讼经历者归为特定的集合。按照拉金等学者的建议,研究者可以根据已有理论和生活经

验采用“四值”“五值”“六值”或“八值”等模糊化赋值方式。〔34〕为了对应原始调查数据,本节

分析暂时采取的是“五值”方案,下文再对该分析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比如对基层司法信任,

我们把“很不信任”编码为0,表示当事人完全隶属于低度司法信任的集合;“不太信任”编码为

0.18,表示当事人隶属于比较不信任集合;“说不清”编码为0.50,表示当事人处于“不太信任”

和“比较信任”之间;“比较信任”编码为0.82,表示当事人隶属于高度司法信任的集合;“非常信

任”编码为1,表示当事人隶属于完全信任的集合。模糊化处理后隶属度均值为0.65,表明隶

属于“比较信任”及以上集合的当事人占多数;而表3中当事人的司法信任均值在1至5分之

间为3.54。两种结果的相似性表明对数据的赋值方案较为合理。研究中对四个解释变量的模

糊集转化采用了与司法信任一致的赋值方案。篇幅原因,这里不做详细介绍。

1.单因素必要性和充分性分析

本文首先考察了单个解释变量是否构成当事人司法信任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从表5
可以看出,四个变量的必要一致性指标都未达到0.9,因而不能认为是司法信任的必要条件。

但是平等对待和法官品德的充分一致性指标分别达到了0.88和0.90(大于0.8),因此这两个

变量构成了当事人司法信任的充分条件。同时,威权主义的充分一致性为0.78,可以看作是近

似的充分条件。总体来看,平等对待、法官品德和威权主义三个变量对当事人的司法信任有较

大影响,而关系文化的充分一致性相对稍弱。不过,没有一个变量能够单独导致高司法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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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需要对它们的共同作用进行分析。

表5 单因素的必要性和充分性分析

理论维度 变量名 必要一致性 充分一致性

程序正义
平等对待 0.79 0.88

法官品德 0.65 0.90

社会文化
威权主义 0.85 0.78

关系文化 0.64 0.71

2.影响诉讼经历者司法信任的组合因素

从表6可以看出,上述条件的组合能较好解释当事人的司法信任何以形成的问题。研究

发现,主要有四种组合条件促成了当事人的司法信任;组合条件的方案一致性为0.98(接近于

1的理想状态),且能解释约62%的案例。具体来说,在以下四种组合条件下当事人能够形成

较高的司法信任:

较高司法信任 = 威权主义* ~关系取向*平等对待(路径1)+ 威权主义* ~关系取

向*法官品德(路径2)+ ~关系取向*平等对待*法官品德(路径3)+ 威权主义*平等对待

*法官品德(路径4)

其中,路径1和路径4具有相对更强的解释力。路径1表明,那些同时隶属于强威权主义

集合、弱关系取向集合和强平等对待集合的当事人具有较高司法信任。原生覆盖率显示该路

径能够解释49%案例;而唯一覆盖率表明有4%案例只能由该路径来解释。路径4表明,同时

隶属于强威权主义集合、强平等对待集合和强法官品德集合的当事人可形成高度司法信任;该

路径能解释55%案例,且10%案例只能由该路径解释。

表6 当事人司法信任得以形成的组合条件

组合条件或因果路径 原生覆盖率 唯一覆盖率 一致性

1.威权主义* ~关系取向*平等对待 0.49 0.04 1.00

2.威权主义* ~关系取向*法官品德 0.47 0.02 1.00

3.~关系取向*平等对待*法官品德 0.46 0.01 1.00

4.威权主义*平等对待*法官品德 0.55 0.10 0.98

方案覆盖率(solutioncoverage) 0.62

方案一致性(solutionconsistency) 0.98

注:(1)分析中软件输出了复杂解、简化解和折中解,三种方案的区别仅在于各自包含了多少逻辑余项,学界主

流做法是报告折中解。(2)“*”表示“和”,“~”表示“非”,即某个案例具有相反的集合隶属度。比如某个案例

在关系变量上的隶属度为0.82,则“~关系取向”=1-0.8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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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平等对待和法官品德两个程序正义变量对当事人的司法信任具有重要影响,而

威权主义和关系文化则通过调节当事人的程序正义认知而间接作用于司法信任。对照多元线

性回归分析结果可以发现,威权主义能够增加当事人的主观程序正义,而关系文化的效果则相

反。无论如何,社会文化论和程序正义论有助于解释当事人司法信任,但在具体影响变量上不

同于其他一般居民。

(四)模糊集分析结果的稳健性检验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对变量的赋值方案具有一定的敏感性,〔35〕因而接下来本文进一步

对研究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有两种检验方法:第一,在变量赋值上采用新的“五值”方案

(0、0.2、0.4、0.6、1),并基于fsQCA软件重复上文的分析步骤;第二,基于stata软件的fuzzy命

令对变量进行标准化的模糊集转换。〔36〕标准化转化的依据是每个变量的数据结构,因此每

个变量的赋值方案都有所不同(详见附录1)。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检验四个条件变量及其组合

与司法信任的必要充分关系。结果表明,尽管方案一致性和方案覆盖率两个指标存在微小变

化,但关于变量的充分性和变量组合的因果路径基本一致。换言之,不同的分析方法都表明平

等对待、法官品德和威权主义构成了当事人司法信任的充分条件,而且表6呈现的四种因果路

径也能较好解释当事人司法信任的形成过程。

五、结论及其经验意义

诉讼经历者偏低的司法信任是引发其抗拒执行、涉诉上访及辱骂殴打法官等过激行为的

心理基础。探究当事人司法信任的制约因素及其应对策略兼具理论和实践意义。不过,国内

法学界尚未对该主题开展系统的实证研究。本研究综合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和模糊集定性比较

分析方法探究当事人司法信任的形成条件,既是对已有信任理论之补充,也对以审判为中心的

诉讼制度改革提供了有益启示。

(一)主要结论

研究表明,总体上城市居民具有较高的司法信任,并不存在普遍化的司法信任危机;

但诉讼经历者的司法信任显著低于其他一般居民。研究还发现,我们并不能直接引用现

有的政府信任或法律信任理论来解释诉讼经历者的司法信任问题,而是需要给予该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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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Svend-ErikSkaaning,“AssessingtheRobustnessofCrispSetandFuzzySetQCAResults”,

SociologicalMethodsandResearch,Vol.40,No.2,2011,pp.391–408.
Stata软件fuzzy命令的使用说明可参考:KyleC.LongestandStephenVaisey,“Fuzzy:Aprogram

forPerformingQualitativeComparativeAnalyses(QCA)inStata”,TheStataJournal,Vol.8,No.1,2008,

pp.79–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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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理论关照。因为特殊的制度和文化背景下,中国诉讼经历者司法信任的制约因素

既不同于国外的经验发现,也与国内其他一般居民存在显著差异。①在程序正义方面,

仅平等对待和法官品德能够对当事人的司法信任产生显著效果,而审判独立、审判效率

和法官专业性等皆无显著相关性。换言之,当事人在诉讼中最关心的问题是法院是否平

等对待自己以及法官是否具有良好道德水平;而审判独立、审判效率和法官专业性并非

大部分当事人所关心的因素。②在社会文化方面,威权主义有利于维持当事人的司法信

任,关系取向则具有显著的负面效果;但学界所关注的无讼文化、一般信任和特殊信任皆

不能显著影响当事人的司法信任。③威权主义和关系文化并非直接影响诉讼经历者的

司法信任,而是通过调节当事人的平等对待体验和法官品德认知而对司法信任产生间接

影响。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发现,强威权主义和弱关系取向同时存在能有效提升当事人

的主观程序正义和司法信任。该结论对现有理论的拓展之处在于:社会成员的司法信任

“嵌入”于特定的文化背景之中,只有重视文化效应才能充分理解居民的司法信任问题。

(二)经验启示之一:理解转型期诉讼经历者偏低的司法信任

基于上述结论可以进一步讨论当前中国部分诉讼经历者何以具有偏低的司法信任。

究其原因,主要包含转型期不够完善的司法制度和多种复杂的文化效应两方面。具体而

言,可做出以下推论性解释。

首先,执行难、涉诉上访及辱骂殴打法官等过激行为的产生与社会转型期不够完善

的司法制度有关,尤其体现为庭审程序正义方面的缺陷。一方面,尽管审判效率和审判

独立性有明显改善,但是司法机关在平等对待当事人方面的表现仍有提升空间。平等对

待表现不够直接导致了部分诉讼经历者产生了偏低的平等对待体验及司法信任。另一

方面,转型期的法官品德可能还存在参差不齐状况。法官是审判程序的引导者,其廉洁

状况及中立性表现也是程序正义的重要内容之一。而现实中少数法官不能恪守中立原

则使得当事人的法官品德评价偏低,从而弱化了他们的司法信任。总之,平等对待和法

官品德是解释诉讼经历者司法信任不足的两个重要程序性制度变量。

其次,司法信任度偏低与威权主义式微及权利意识兴起密切相关。已有研究表明,

威权主义能够显著增加个体对政治输出失败的容忍度。然而,法治政府建设使得政府部

门对民众日常生活的直接干涉越来越少,居民对政府的依赖已大不如计划经济时代;同

时居民权利意识的快速崛起也对威权主义带来了明显的消解效果。一方面是权利意识

增加了居民对司法公正的需求和预期,另一方面是威权主义对司法信任的维持效果减

弱。这个双重的“文化过程”对司法信任带来了新的挑战。

再次,传统文化中的关系文化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诉讼经历者的主观程序正义和司法

信任。著名文化社会学家安·斯威德勒(AnnSwidler)认为,在和平稳定时期,文化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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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向人们提供终极价值观,而是通过塑造一套囊括了习惯、技能和风格等要素的“工具

箱”(ToolKit)来影响行动。〔37〕正是在这层意义上,关系文化塑造了一种独特的“关系归

责”思维,即当己方没有关系时,往往下意识地将不利结果归结为对方“找了关系”,而法

官则可能因为“关系”而偏袒了自己的对手。正如研究结论所显示,关系取向越明显的当

事人越倾向于怀疑庭审的平等对待和法官品德,从而呈现出更低的司法信任。

最后,尽管本研究数据分析部分暂未涉及但不得不提的是,司法信任不足也可能与

媒体报道有关。制度信任作为一种社会建构性事实,它与个体的社会化过程密不可分。

诸多研究表明,网络新媒体显著腐蚀了中国居民的政治信任。〔38〕相似地,媒体使用已成

为居民接触和了解司法制度的重要社会化渠道。而当前网络新媒体普遍存在一种“轰动

效应”的报道导向,即为了强调或增加新闻的轰动性,媒体往往传播一些“歪曲事实”和对

司法的误导性评论,从而对诉讼经历者乃至其他一般居民的主观程序正义和司法信任产

生“感染性”腐蚀效果。

(三)经验启示之二:提升诉讼经历者司法信任的可行策略

本研究对思考如何增加诉讼经历者的司法信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除了“坚持党的

领导”的基本原则之外,我们至少还可以做出以下努力。

第一,着重提升庭审程序的平等对待表现,避免过分追求审判效率和审判独立的误

区。平等对待体现了法律能够尊重权利并保持客观中立,因而被西方学者认为是程序正

义的最重要内容。研究发现,诉讼经历者的司法信任与平等对待有关,而与审判效率和

审判独立无关;而关系文化弱化了当事人的平等对待体验。这些发现启示我们,以审判

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需要注重提升当事人的平等对待体验,而过于偏重审判独立和审

判效率并不一定带来良好的司法效果。尤其是当下如火如荼的智慧司法建设在提升审

判效率和审判独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如果不注意增加诉讼经历者的平等对待体

验,可能并不一定有利于司法信任的建构。同时,可继续深化司法制度改革,杜绝人情关

系对司法审判的干扰,从生活经验上改变社会公众的“关系归责”思维对法庭平等对待的

腐蚀效果。

第二,强化法官形象宣传和司法透明度,抵消法官品德误解和关系文化对司法信任

的消极效果。研究发现,有相当比例的当事人乃至社会公众认为法官是“大盖帽,两边

靠,吃了原告吃被告”。实际上,在上海这样的一线大城市中法官普遍具有较高的政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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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AnnSwidler,“CultureinAction:SymbolsandStrategies”,AmericanSociologicalReview,

Vol.51,No.2,1986,pp.273–286.
参见周立民:“‘双重文化路径’:媒体使用影响政治信任的中介机制”,《中国研究》2017年第

1期,第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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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和业务能力;而且人工智能运用和发达的媒体监督使得法官腐败行为受到了极大限

制。“吃了原告吃被告”更大程度上是一种认知偏差;而宣传力度不够和司法透明度不足

为这种认知偏差提供了滋生土壤。相关部门可以运用“互联网+”思维加强对法官的正

面形象宣传并强化司法公开,以消除公众误解,提升司法权威。另一方面,增加司法透明

度可以抑制关系文化对司法信任的腐蚀效果。关系文化之所以对司法信任产生消极影

响,一个重要原因是信息不对称问题。由于诉讼经历者对庭审幕前幕后工作缺乏了解和

控制,因而日常社会化中形成的关系思维会增加其对审判的“暗箱操作”疑虑。对此,最

有效的策略可能在于全面推进司法公开。尤其是不仅需要公开裁判结果和文书,更需要

公开从立案到判决的整个审判程序。

第三,综合运用各种媒体加强司法公关工作,消除诉讼经历者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

的“司法不公”偏见。司法宣传并不等同于司法公关,前者是一种积极的预防策略,而后

者强调对可能引发司法信任危机的已发生的重大案件的舆论回应。生活经验告诉我们,

媒体对某些司法案件的误导性报道也是司法信任的腐蚀因素。由于受媒体负面信息的

影响,当事人在诉讼参与中常带着“司法不公”的主观偏见。这不仅增加了他们对法院平

等对待和法官品德的疑虑,而且使他们对庭审中的不合理表现更为敏感。对此相关部门

可以运用“互联网+”思维做好司法公关工作,对重大案件引发的舆论猜测及时回应。遗

憾的是,面对公众误解或质疑,目前司法部门更多地倾向于选择“无为而治”,错失了法治

教育良机。正如有学者所指出,新媒体时代政府部门应对各种舆论热点问题或突发事件

的最佳策略就是开诚布公、积极回应,用公开透明的信息和积极回应的态度赢得民众的

信任和支持。〔39〕

第四,引导居民形成正确的权利观,抑制威权主义式微背景下“权利泛化”现象带来

的消极影响。威权主义在维持政治合法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其政治功能已经或正

在衰退;而导致这种衰退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居民的权利意识觉醒。权利意识一方面有

利于加快中国的民主法治进程,但另一方面不合理的权利观所引发的“权利泛化”现象也

对司法制度带来了巨大压力。〔40〕“权利泛化”是指一些本不属于法律保护的权利(如“亲

吻权”“视觉卫 生 权”“相 思 权”等)被 认 为 是 个 体 的 基 本 权 利 并 通 过 诉 讼 要 求 法 院 维

权。〔41〕由于缺乏法律依据,被泛化的权利通常无法得到法律保护,这就引发了部分当事

人对法院的不满和批评。这种负面效应还可能通过人际交往和媒体使用等社会化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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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40〕

〔41〕

参见马得勇、孙梦欣:“新媒 体 时 代 政 府 公 信 力 的 决 定 因 素———透 明 性、回 应 性 抑 或 公 关 技

巧”,《公共管理学报》2014年第1期,第112页。
参见唐先锋:“试析国内‘权利泛化现象’”,《人大研究》2004年第7期,第37-39页。
参见陈林林:“反思中国法治进程中的权利泛化”,《法学研究》2014年第1期,第10-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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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被放大。因此,引导居民形成正确的权利观可有效缓解司法信任危机。

附录1:
基于stata软件fuzzy命令的模糊集赋值方案说明(标准化赋值)

结果变量
标准化赋值方案

很不信任 不太信任 说不清 比较信任 非常信任
隶属度均值

基层司法信任 0 0.14 0.28 0.62 1 0.53

解释变量
标准化赋值方案

很不同意 不太同意 说不清 比较同意 非常同意
隶属度均值

平等对待 0 0.21 0.38 0.65 1 0.52

法官品德 0 0.27 0.52 0.77 1 0.48

威权主义 0 0.13 0.25 0.53 1 0.58

关系取向 0 0.19 0.37 0.66 1 0.52

Abstract:Usingthemultiplelinearregressionandfuzzysetqualitativecomparativeanalysis,thispa-

perresearchesthepresentsituationandcausesofjudicialtrustoflitigantsamongChinesecitizens.Some

empiricalfactsthataredifferentfromexistingtheoreticalpredictionsorcommonsensehavebeendiscov-

ered:①thereisnogeneralizedjudicialtrustcrisisamongcitizensasawhole,buttheconfidenceincourts

oflitigantsissignificantlylowerthanthe“non-users”.② Equaltreatmentandjudgemoralityaresuffi-

cientconditionsfortheformationoflitigants̓judicialtrust,whiletheeffectsoftrialefficiency,trialinde-

pendenceandjudgeprofessionalismarenotsignificant.③Throughpositivemoderatingeffectonlitigants

p̓roceduraljusticeidentity,authoritarianismisconducivetoincreasinglitigants̓ judicialtrust,but

“guanxi”culturehasoppositeinfluence.However,the“wusong”culture,generaltrustandspecialtrust,

whichhavebeenraisedwidespreadconcernsinacademiccircles,havenosignificantcorrelationwithliti-

gants̓judicialtrust.Theconclusionsmentionedabovenotonlyexpandtheexistingjudicialtrusttheory,

butalsohaveseveralimportantinspirationstothetrial-centeredreformofthelitigationsystem.

KeyWords:LitigationExperience;JudicialTrust;ProceduralJustice;Social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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